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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 

杨通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转基因技术会带来健康与环境风险，人们需要对这种风险进行评估。对风险的评估包含

着伦理和价值因素。本文从道义论与后果论两个角度，具体梳理和分析了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

所涉及的伦理原则与价值取向，认为关于转基因技术的民主决策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

诉求，并把预防原则作为制定转基因技术决策的指导原则。本文认为，相对于专家决策机制而言，民

主决策机制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但这是生活于风险社会的现代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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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均存在一定的风

险。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如此，人们对于是

否应用和推广以及何时应用和推广新技术，就会

产生分歧。转基因技术亦如是，它的研发和应用

都存在一些风险，即结果的不确定性，因而，人

们便围绕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这种争论不仅仅涉及科学方面的问题，同

时也涉及重要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是否应用和推

广转基因技术，其决策主要取决于风险评估，而

任何一种风险评估都包含着某些潜在的价值预

设。“风险评估永远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客观

的”[1]82，风险评估的结果取决于优先价值目标的

预设，而关于价值目标优先性的考虑，涉及伦理

问题，并非纯粹的科学问题。因此，关于转基因

技术的争论，便不可避免地要与相关的伦理问题

纠缠在一起。从形式上看，当代社会关于转基因

技术的伦理争论主要涉及两类问题，即人际伦理

(包括代内伦理问题和代际伦理问题)和环境伦理

问题。本文试图梳理人们围绕转基因技术所展开

的伦理争论的具体内容，以便为转基因技术的有

关决策提供伦理支持。① 

1  转基因技术涉及的人际伦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关于好生活的规范判断主要是从

两个视角展开的，即道义论的视角与后果论的视

角。道义论依据特定标准对行为本身的正当与否

进行判断，而后果论则主要依据行为的后果来对

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判断。我们将主要从这两个视

角来讨论转基因技术涉及的伦理问题。 

1.1  道义论视阈中的伦理争论 

道义论认为，某些行为(如诚实、尊重他人)

本身就是正确的，即使这些行为在某些特定情况

下不能使行为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相反，某

些行为(如撒谎、欺骗)本身就是错误的，即使这种

行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能够使行为者获得最大限

度的利益。从道义论的角度看，人们关于转基因

技术的伦理争论主要围绕权利视角和正义视角而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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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会使某些权利主体

的权利得到实现，但是，也会使某些权利主体的

权利受到限制。因而这些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会

发生冲突，如科学家的自由研究权与公民对公共

资源的管理权利之间的平衡，公众的风险知情权

与公司的发展权之间的矛盾，强势公司的经营权

与弱势群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之间的冲突，当

代人的生存权与后代的生存权之间的对立，等等。 

在赞成转基因技术的人看来，研究和开发转

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是科学家的自由权利。科

学研究活动本身天然地是合法的、进步的，因而，

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或限制科学家的这种权利。对

转基因技术心存疑虑的人则认为，科学家虽然拥

有研究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天然合法、无限

合法，因为，科学的应用不仅带来利益，也带来

风险，科学研究的结果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必须

认识到，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规模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动用大量公共资源。因此，

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涉及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而

公共资源属于全体公民，判断这种分配是否合理，

科学家之研究自由不能作为唯一标准。由此，他

们认为，科学家的研究自由应当受到公众意见的

限制。即使是私营部门资助的研究计划，也要置

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不仅涉及提供资金的私营部门，而且必然地涉及

公众利益。公众有权通过干预这种资源配置来限

制科学家进行那些有可能带来巨大风险的研究。

因此，公民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权，也应作为判断

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如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转基因技术引发的

一个重要主题，知情权是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内容

之一。在那些更偏好非转基因食品的人看来，消

费者有选择非转基因食品的权利；要使这种权利

得到实现，就必须让消费者知道，他们所消费的

食品是否为转基因食品或是否包含有转基因作物

的成分。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与人

的基本权利相比，其他任何经济利益的考虑都应

让步。因此，“应该对 GM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标签制度，这不仅

是对消费者知情选择权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消费

者利益的保护”[2]。要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就必

须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但是，许多人和机构

(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则认为，给

转基因食品添加标识的做法会使经营转基因食品

的公司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反对实行强制性的转

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他们给出的理由是：(1) 根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提出的“实质等同

性”(Substantial Equivalence)原则,GMF 与传统食

品一样安全,没必要进行标识；(2) 给 GMF添加标

识，会增加 GMF 的生产成本,这种成本最终会转

嫁到消费者头上，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3) 对

GMF 进行标识，会向消费者暗示 GMF不安全；

(4) 给 GMF添加标识，会使发展良好的转基因农

业受到限制。尽管经营转基因食品的公司大都反

对给转基因食品增添标识，但是，大多数国家都

已经制定了要求给转基因食品增添标识的法律和

政策。 

科学家研究转基因技术的权利以及企业开发

并销售转基因产品的权利，还会与利益相关者的

其他权利发生冲突。首先，转基因技术及其专利

都掌握在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大都

采取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化的工厂化经营模式，推

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能够使这类公司的发展权得

到有效的实现。然而，这种模式对小农户的生产

和经营方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使这些小农户想

继续过其传统的田园生活方式的权利受到限制。生

活在转基因农场周围的小农户，其作物有可能遭

受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污染”，从而使生产和消费

非转基因食品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小

农户维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诉求与大公司的 

权利诉求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其次，经营转基因

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否有垄断某些生命形式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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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权利，也是引发争论的问题。跨国公司利

用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开发出新的植物品系，然

后把这些新的植物品系作为公司专利予以申请和

登记。发展中国家要想种植这些植物品系，就得

给跨国公司交纳专利费。许多人对这种把自然进

化出来的生命作为专利来加以保护的做法的合法

性提出疑问[3]。由 700多名科学家签名的“世界科

学家就转基因生物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明确指

出：“把生命形式和生命过程当作专利来加以申请

和保护的做法应当被禁止，因为它们威胁着食品

安全，允许对原住民的知识和基因资源的盗窃，侵

犯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削弱了医疗保健事业，

妨碍了医学和科学的研究，还违背了动物的福

利”[4]。最后，转基因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还

涉及后代人的权利问题，从而生发出代际权利冲

突的问题。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

性的技术。这项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必将对

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技术环境)产

生重要影响。如何使后代人的合理诉求能够在当

代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决策中得到恰当的考量，是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伦理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所说：“后代人在目前关于

转基因生物的决策方面既不能发言也不能投票，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找到某些途径以确保他们的利

益得到考虑。必须要保留后代人的选择权利，以

确保他们的特定需求(包括那些因不可预知的环

境变化而产生的需求)得到满足”[5]6。 

1.1.2  正义视角 

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涉及利益和风险

的分配。正义是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核心内

涵是公平和正当。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和正当，就

产生了正义问题。 

正义视角关注的是如何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

间公平地分配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

转基因技术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转基因食品公

司、非转基因食品公司、小农户、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原住民、消费者以及后代

人。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人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有

这样一些问题：(1) 由于价格便宜，转基因食品的

消费者将主要是穷人，与转基因食品有关的健康

风险将主要由穷人来承担。那么，谁是转基因技

术的主要获益者呢？他们对那些因发展转基因技

术而遭受损失的人提供了足够的补偿吗？(2) 转

基因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

转基因作物的全面推广是否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在

粮食供应方面对发达国家的进一步依赖？(3) 转

基因技术的推广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全

球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要玩家的数量已减少到大约

6个，包括孟山都(美国)，杜邦(美国)，诺华(瑞士)，

阿斯利康(英国/瑞典)，安万提(德国/法国)”[6]。许

多人担心，跨国公司会利用它们对转基因种植技

术的这种高度垄断地位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例如，

限制其他中小公司的发展，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通过不公平的竞争获取巨额利润等。孟山都公司

在印度出售所谓“终极种子”(它结成的谷物不能

再作为种子来使用)，迫使农民每年都购买其种子

的做法，把人们的这种担心部分变成了现实。(4)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还会引发代际正义问题。当代

人分享了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好处，但是，转基因

技术给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也许要等到几十年、甚

至几百年以后才会显现。到那时，当代人已经不

存在，而后代人却要为当代人的福利埋单。当代

人分享福利而后代人承担风险的这种不对等性，

明显违背了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 

1.2  后果论视阈中的伦理争论 

后果论认为，如果推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的

决策所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总量，大于不推广和不

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决策所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总

量，那么，我们就应该加以推广和应用；反之，

就应当停止对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然而，由于

推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具有风险的不确定性，而

人们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评估又存在分歧，因而，

关于这一问题——推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所带来

的利益或福利是否大于其他决策—— 的答案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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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了然。除了预期风险的不确定性外，人们所

追求的不同性质的目标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进而

难以进行数字化的计算和加总统计，也是导致人

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利益和风险评估存在分歧的重

要原因。具体来说，人们从后果论角度对转基因

技术展开的伦理争论主要沿着两个维度进行，即

推广这项技术是否不对弱势群体构成伤害(不伤

害原则)及是否有利于缓解人类的粮食危机(行善

原则)。 

1.2.1  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是最重要的伦理原则之一。转基因技

术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利用这一原则来为各自的

主张辩护。 

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依据这一原则指出，鉴

于地球上的耕地正在减少，而人口仍在增加，因

而，人类如果不通过转基因技术解决人口增加与

粮食短缺之间的矛盾，那么，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将首先是富裕国家中的穷人和广大的贫穷国家及

其人民[7]。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认为，如果对进口

转基因种子“实施不必要的控制，那么，真正的受

害者将是发展中国家”[5]3。 

反对大规模推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和

机构则认为，在尚未完全弄清风险状况的情况下

就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做法，违背了不伤害

的伦理原则。第一，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消费者

的健康构成伤害。第二，转基因技术可能会对环

境(包括实验中的转基因动物)构成伤害。第三，发

展中国家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吸纳了约 80%

的劳动力，如果在这些国家推广技术密集型和资

金密集型的转基因农业，广大的农民将失去生活

的依靠[6]。第四，由于无法与具有雄厚资金的跨

国生物技术公司抗衡，生产和销售有机农产品的

中小公司和农民将面临倒闭和破产的威胁。正如

《社会主义工人报》的一位记者所说，“地球上粮

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是食物链被集中在少数富有而

强有力的控制者手中⋯⋯通过开发转基因生物而

控制食物链的这种谋划，将极有可能把这些控制

者转变成第三个千年的饥饿批发商”[5]3。 

1.2.2  行善原则 

主张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一个重要理由

是，这种技术能够改善食品的品质，极大地提高

粮食的产量。这一论据依据的是伦理学所说的行

善原则，即减少苦难、促进幸福的伦理原则。目

前，地球上仍有 10 多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每

天生活费 1美元以下)以下；而且，随着全球耕地

面积的持续减少和人口的稳步增加，人类确实面

临着粮食短缺的压力。此外，绝大部分贫困人口

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5年 2

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上 36个国家和地区面

临食品短缺，其中，非洲最为严重，那里有 23个

国家急需食品援助。在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看来，

给这些人提供充足的粮食，以减少他们的痛苦，

促进他们的幸福，这是行善原则对我们提出的具

体要求。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还认为，如果在这

些国家和地区顺利推广转基因技术，那么，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食品短缺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缓解。

事实上，许多研究机构和发展组织都把转基因技

术当成解决发展中国家食品短缺问题的第二次绿

色革命来推崇。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转基因

技术视为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转基因技术

的研发和推广者还许诺，转基因工程能够改善食

品的营养结构，能够把预防疾病的基因注入食品

当中，从而能够减少和预防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

各种疾病以及其他相关疾病。总之，转基因技术

的开发及应用是行善。 

但是，在那些对转基因技术心存疑虑的人看

来，人类今天生产的粮食已足够人类使用。所谓

的粮食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生产问题，还不如说

是一个分配问题[8]。“正是一整套不公正和不平等

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尤其是那些与土地和贸易有

关的制度)，加上生态的退化，把较贫困的人群排

除在发展进程之外，并剥夺了他们获取食物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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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他们之所以挨饿，乃是由于没钱购买食物，

或由于没有生活在一个有着稳定的福利制度的国

家”[9]。因此，粮食问题可以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

配社会财富来加以解决，不一定非要通过推广具

有较大未知风险的转基因技术来解决。 

许多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还指出了在发展中

国家推广转基因种植技术可能面临的一些社会和

伦理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都是劳动密集

型的，农业部门吸纳了其就业总人数的 80%。推

广技术密集型的转基因种植技术，会导致大量农

业人口失业。这不仅会使一部分人的生存和福利

受到威胁，而且，还会冲击当地的生活共同体与

文化传统。如何维护原住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多

样性，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此外，第一次绿色革命主要是由公共机构和

非营利组织发起的，它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发展中

国家的粮食产量。转基因种植技术的推动者主要

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关注的首要目标是企业的

利润，而非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相互合作

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时，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的

食品安全目标与跨国公司的赢利目标之间的统

一，这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这一对转基因

技术推动者动机的疑虑，是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另

一理由。 

2  转基因技术涉及的环境伦理问题 

如果说，人际伦理视角关注的主要是推广和

应用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健康及福利所带来的影

响，那么，环境伦理视角则主要关注推广和应用

这种技术给人类之外的动物及整个自然界所带来

的影响。全球环境意识的增长，特别是环境伦理

意识的增长，是人们高度关注转基因技术环境影

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 U.贝克(U. Beck)所说，

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已

经结束，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在文明

发展中出现的对生命的威胁，触及了将人类和动

植物的生命需求连接在一起的有机生命的共同经

验⋯⋯一个地球、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共同体变

得清晰可见了。这是一种在威胁中同等影响到每

一人每一事物的一种生物的团结。”人们体验到了

他们对作为 “有道德诉求的自然物 ”的道德责   

任[10]89-90,98。关注转基因技术对自然本身的影响，

是关于转基因技术之伦理争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2.1  道义论环境伦理视阈中的转基因技术 

在道义论的环境伦理观看来，社会上存在着

某些对待动物及自然植物的正确的行为和态度，这

些行为或态度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对人

类有利。从道义论的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的决策

涉及以下伦理问题： 

2.1.1  尊重自然的伦理观 

许多人对转基因技术人为地打破物种之间的

界限，随意制造新的生命形式的巨大“力量”感到

不安，认为把一个物种的基因人为地转移到另一

个物种中去的行为违背了尊重自然的原则。所谓

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物种间的原初秩序。一些

信奉基督教的人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形式及

其秩序是上帝创造的，是完美的；上帝在不同物

种之间划定了固定的界限，人类不能自作聪明地

打破物种之间的这种界限。在他们看来，用转基

因技术“修改”一个物种、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物种

的行为无疑是在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是人类

过度自负和过度傲慢的体现[11]。有些人则认为，

自然的生命形式及其秩序有它自身的目的和完整

性。把其他物种的基因人为地添加给一种生命形

式，这会影响该生命实现其内在的目的，破坏该

生命自身的完整性及生命间的合理秩序。相对于

通过自然进化而产生的生命形式而言，转基因生

物无疑是一种不自然的、异化的生命形式。在持

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改变物种的自然基因的行

为打破了存在于物种之间的完美的自然状态，“自

然以及自然的任何东西因而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和好的，而驯服自然的行为，就像打破物种界限

的各种基因工程那样，则是对自然秩序的傲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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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因而内在地就是错误的”[1]78。把非自然的生

命形式引入环境，损害了自然的自主性。 

不过，在赞成转基因技术的人看来，仅仅以对

上帝的信仰为基础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做法是难以

令人接受的。他们认为，物种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

不变的。生命处于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在漫长的进

化过程中，也曾发生过物种之间的基因相互“污染”

的情形。维护物种基因的“纯洁性”并不一定是自然

的“计划”或“目的”。即使自然拥有某种目的，这种

目的也要由人来加以领会和表达，而不同的人对这

种目的的理解大不相同。此外，自然的并不一定就

是善的，人为的并不一定就是恶的；如果人就是自

然的一部分，那么，人为的也就是自然的[12]。 

可见，在是否应当尊重自然的伦理问题上，

支持与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双方，各自提出了相互

对立的、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假设。人们在形而

上学层面的这种分歧在短期内很难消除。 

2.1.2  生命尊严的伦理观 

转基因技术通过改变动植物基因，进而改变

其生命过程，从而获得符合人类目的之新生命。

这种改变是否侵犯了动植物的生命尊严成为引发

环境伦理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1992年 5月，瑞士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条

“瑞士联邦宪法”条款，该条款规定：“瑞士联邦应

颁布与基因细胞、动物、植物及其他微生物的处置

有关的法律。在制定这些法律时，瑞士联邦不仅要

考虑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安全，而且要考虑非人类

生命的尊严(the dignity of non-human organisms)。”

条款虽然被写进了宪法，但是，该条款对“非人类

生命的尊严”或“生命存在物的尊严”(the dignity of 

creatures)的具体含义及其规范要求并未做出明确 

的说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瑞士政府邀请三位

伦理学家撰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解答人们的各种

疑问。在“从基因工程看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尊严

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巴尔泽等三位伦理学家首先

区分了人的尊严与非人类生命的尊严。他们认为，

人的尊严指的是人所拥有的 “不被侮辱的权

利”(the rights not to be degraded)，非人类生命的尊

严指的则是“生命的内在价值”(the inherent value 

of life)。一个生命之所以拥有内在价值，是由于

它拥有自己的利益(its own good)，它能追求自己

的目标，并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一个生命

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它的尊严就受到了伤

害。巴尔泽等人指出，虽然所有的生命都拥有内

在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生命所拥有

的这种内在价值是绝对的，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生

命所拥有的内在价值都是相同的。那些具有较复

杂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的生命所拥有的内在价值，

要高于那些其生理和心理结构都较简单的生命的

内在价值。所谓要考虑生命的尊严，就是不能把

生命仅仅当成工具来看待，而必须把它当成拥有

自己的利益的存在物来看待；我们必须要为了它

自身的缘故而从道德上关心它。就转基因技术而

言，巴尔泽等人认为，“转基因动物和植物的生产

本身并不代表对非人类生命之尊严的侵犯”[13]23。

如果经过基因改良之生命，其正常功能及能力没

有受到破坏或损害，那么，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就

没有构成对该生命之尊严的损害。 

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虽然不是巴尔泽等人

首次提出来的①，但是，瑞士联邦的宪法条款以及

巴尔泽等人对“非人类生命之尊严”的界定，在西

方仍引起了持续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巴尔泽 

 
 

①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界，动物权利论的主要辩护者雷根和生物中心论的代表人物泰勒，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早期就提出“动物的内在价

值”(the inherent value of animal)和“生命的内在价值”(the inherent worth of life)的概念，英国学者阿提费尔德也于同一时期提出了“生命的

利益”(the good of a life)的概念(参见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第二、三章，重庆出版社，2007)。一些国际文献也委婉地认

可或接受了“生命的内在价值”的概念，如 1982 年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就指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的价值如何，

都应得到尊重；为了与对其他生命的这种认识相一致，人类［对待它们的］行为就必须接受道德律的约束。”《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则明

确宣称：缔约国“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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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把人的尊严与非人类生命之尊严视为两种性

质完全不同的尊严的做法是多余的。应当把人的

尊严和非人类生命之尊严都置于生命之内在价值

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确保尊严概念的一致性[14]。

有的学者则指出，巴尔泽等人虽然证明了所有的

存在物都拥有其内在价值这一命题，但是，从这

一命题并不能直接推出“我们对拥有内在价值的

存在物富有道德义务”的结论[15]。巴尔泽等人虽然

承认，转基因技术的某些使用(如把癌细胞引入老

鼠体内以便对癌细胞进行研究)侵犯了生命的尊

严，但是，由于不同生命的内在价值是不同的，

而且，出于其他道德考虑(如为了提高人类的福

利)，可以有限制地践踏其他生命的尊严，因而，

巴尔泽等人关于生命之尊严的概念仍然会赞成人

类对待其他生命的大部分做法。此外，由于生物

的正常功能与能力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转基因技术从内部对某种生命所做的“修订”很难

说究竟是强化了还是破坏了该生命的基本功能与

能力。根据巴尔泽等人观点，人类如果通过转基

因技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命形态，那么，这种

做法是否属于损害生命之尊严的行为仍然是一个

未知数。 

尊严是一个具有较强规范色彩的概念，世界

上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把保护“人的尊严”写入了

宪法，美国等国家的宪法中都没有包含“人的尊

严”的概念。瑞士联邦政府把“考虑非人类生命的

尊严”写入宪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瑞士

政府的这一宪法条款，对人类的道德和司法实践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1.3  对待动物的态度 

基于尊重自然的伦理观及生命尊严的伦理

观，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之合法性的讨

论还涉及对待动物的态度，因此，对待动物的态

度成为一个独立的道义伦理问题。1995年，英国

农业、渔业与粮食部发表了一份关于新兴的农场 

动物繁殖技术(包括转基因动物技术)之伦理含义

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使用动物的三条原则：第

一，某些强度及种类的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

强加给动物；第二，对动物的某些伤害，即使不

是绝对不允许的，也需要提供证明，能够因此而

真正获得的好处一定要明显大于动物所遭受的伤

害；第三，即使得到第二条原则证明的那类伤害

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后两条原则是从

后果的角度来论证对待动物的某些行为的合理性

的，但是，第一条原则体现的则是道义论伦理规

范的精神。 

根据第一条原则，对动物的某些使用内在地

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使用能够带来多大的利益

或好处。对待动物的这类行为之所以从性质上看

就是错误的，乃是因为，使用动物的这类行为“包

含着某种对待它们的本质上是不恰当的态度，它

表达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观点：动物不过是我们

用来实现自己的科学计划或农业目标的纯粹物

质。”这种态度“未能考虑到这一事实：一般意义

上的自然界，特别是动物—— 作为拥有某种完整

性或其自己的利益的存在物—— 值得我们予以尊

重；对于它们的完整性或利益，我们不应轻易忽

视”[16]12。根据这一原则，一种转基因技术，不管

它是否威胁到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也不管它是否

对环境具有潜在的破坏影响，只要它破坏了动物

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Nature)，那么，它就是不符

合道德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例如，那种引入

某种基因以便使肉猪好静不好动(从而更快地增

加体重)，并且降低猪的感觉能力与反应能力的转

基因技术，就是难以获得伦理辩护的，因为它不

仅没有体现出对猪的应有的尊重态度，而且还改

变或破坏了猪作为猪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不过，

所谓“动物的本质属性”仍然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

念，因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人们还是很难找

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究竟哪些转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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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改变甚至破坏动物的本质属性(特别是在

给某种动物引入多种外来基因的情况下)。 

2.2  后果论环境伦理视阈中的转基因技术 

从后果论的角度看，转基因技术对非靶标生

物及生态系统的影响将成为人们判断该项技术之

伦理价值的主要依据。自然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

自组织系统，自然的完整和稳定是确保它的巨大

的创造潜力和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大规模地推广

和使用转基因技术会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

稳定，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这

是转基因技术所引发的重要的环境伦理问题。不

仅如此，受转基因生物影响的生态系统还会影响

到后代人的福祉。出于对后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当代人也必须要考虑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的环境后

果。在这里，对后代人的关心与对自然的关注密

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2.2.1  对生物及生态系统改变的可能影响 

许多人担心，把转基因生物释放到自然界中

去会对自然的自主性、完整性与稳定性构成威胁。

因此，在他们看来，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以

及转基因动物的野外释放都应该受到严格的管理

和控制。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与稳定，能够满足人类的多种需求(包括审美需求

和精神需求)。在一些人看来，转基因作物及其自

然变种可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包括粮食品系的

多样性)的减少，并破坏生物之间微妙的平衡；而

人类在实验室中制造的“超级怪物”(如超级病菌

或超级杂草)一旦进入大自然自行繁衍，将给人类

和自然带来无法平复的灾难，如电影《侏罗纪公

园》所描述的那样。 

当然，并非只有那些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才

关心自然的完整和稳定，那些主张推广转基因技

术的人也同样关心生态系统的健康及稳定。在他

们看来，转基因作物能够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使用，

从而有助于环保目标的实现；而且，具有高产出

率的转基因作物能够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从而能

够更好地缓解以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

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17]。“与传统的精耕细作的

农业相比，转基因农作物对环境是更为友好的，

能够使生态系统更加可持续”[18]。 

2.2.2  对动物福利的影响 

转基因动物技术在研究阶段会使用大量动物

作为实验对象。这些被用于实验的动物，不仅要

遭受大量的痛苦，而且还会夭折或被大量杀死。

从后果上看，这些实验严重地损害了动物的福利，

从而引发了与动物福利有关的伦理问题。 

人们一般把动物的福利水平分解为５个指

标：免于饥渴；免于不舒适；免于痛苦、伤害与

疾病；免于恐怖与焦虑；表达其正常行为的自由[19]。

这些标准表达的虽然主要是消极性的“自由”，但

是，如果把这些标准用于衡量转基因动物的处境，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实验室中的转基因

动物的福利确实令人担忧。因为实验中的转基因

动物往往会出现这些问题：得不到恰当的饲养(如

与其他动物伙伴的隔离，食用对其健康有害的药

物)，被实施痛苦的手术，畸形和肢体残缺，遭受

病痛的折磨(如癌细胞老鼠)，对动物生命的大量浪

费(培植具有新基因动物的成功率较低，从而导致

许多动物的死亡或夭折)，动物的某些功能受损或

丧失。发生在转基因实验动物身上的这些事情无

疑极大地损害了动物的福利。 

为保障动物的福利，挪威的《动物保护法》

对转基因动物技术提出了较严格的管理条例：“用

生物技术或传统繁殖技术改变动物之基因构成的

做法应予以禁止，如果，a. 这种做法弱化了动物

的生理功能从而使动物无法正常行动，或者使动

物的生理功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b. 动物遭受了

不必要的痛苦；c. 这种做法激起了普遍的伦理反

感。”这一规定的前两个条款都要求转基因动物技

术的研究者和使用者从后果的角度来考虑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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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物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这种技术给实验

动物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使动物的基本

福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对这种技术的研究或使

用就必须受到严格的管理、控制、甚至禁止。这

一法律条款能否被其他国家普遍接受，目前还难

以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关注转基因动物

的福利是人们在研究和使用转基因动物技术时必

须要面对的伦理问题。 

传统上，人们对把动物用于医疗目的的做法

给予了较高的宽容度，因为，把动物用于医学研

究和药物生产的做法被认为给人类提供了某种非

常重要的利益，如减轻病痛的折磨，延长寿命等。

用于医学实验的动物虽然也会遭受痛苦，但是，

如果不通过实验研制出能够治疗人类疾病的药

物，那么，人类就会因疾病而遭受更大的痛苦。

两“苦”相权取其轻：为了不让人遭受更大的痛苦，

就只能让动物遭受一些痛苦。但是，如果研发转

基因动物技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来的肉食生

产，那么，转基因动物的痛苦所换来的好处就不

会大于医学实验动物的痛苦所换来的好处：转基

因动物肉满足的仅仅是人类的口腹之欲，而这种

口腹之欲本来可以通过其他那些不会使动物遭受

如此巨大痛苦的方式来满足。因此，以增加肉食

产量为目的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可能会遭受来自动

物福利伦理的更为严厉的挑战。 

3  转基因技术决策的伦理原则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引发了

人们的广泛争议与伦理疑虑。由于转基因技术的

研究、推广与应用会对人们的生活及环境带来重

要而难以估计的影响，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公众

又对转基因技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而，关于

转基因技术的决策必须是一种民主决策，而不能

是专家决策。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对人们的安

全及环境具有潜在的风险，因而，对转基因技术

必须采取逐项评估 (case-by-case)与跟踪评估

(step-by-step)的政策，并根据相关的评估及时调整

以往的决策。 

要实现民主决策，就必须首先要让具有各种

伦理关切的人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他

们的合理诉求；应当让人们通过充分的公共讨论，

剔除那些非理性的、自利的理据，使那些能够获

得理性辩护的决策通过公共讨论而逐渐成为人们

的共识。应当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

到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决策中来，使得关于转基因

技术的决策能够在公共理性与专家理性之间保持

合理的平衡。政府的相关机构(或政府委托的中立

机构)还应对参与决策的民意代表进行相关的跨

学科或多学科培训，以便提高决策的效率及决策

的科学性。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把预防原则作为制定

转基因技术决策的伦理准则 [20]。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亦译风险防范原则，预

先防范原则)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用于指导

与环保有关的决策的重要指导原则。例如，《里约

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就指出：“为了保护环境，

各国应按照本国能力，广泛采用预防措施。遇有

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充分

的科学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

施，防止环境恶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地

球宪章》(2000)也认为：“防止破坏是最佳的环境

保护方法；当知识有限时，应采取预先防范措施。

即使在科学知识不全面或不确凿时，也要采取行

动以避免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的可能

性。那些认为拟开展的活动不会造成重大危害的

人应承当举证的责任，并使责任方对环境破坏  

负责。” 

尽管学术界对预防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的

认识还存在分歧，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积

极预防原理和举证责任转移原理是预防原则的核

心内容。积极预防原理的具体要求是：如果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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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拟实施的某项决策有可能会给健康或环

境带来伤害，那么，即使目前的科学证据尚没有

完全证明这种决策和伤害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应

采取行动停止该决策的实施；科学确定性的缺乏

不应成为延迟采取行动的理由。举证责任转移原

理的具体要求则是：那些认为目前的决策不会给

健康或环境带来伤害，或伤害很小以至可以忽略

不计的人，有责任向人们证明该决策的无害性。 

根据预防原则，在制定与转基因技术有关的

决策时，我们应把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预防置于

优先地位来加以考虑，并要求转基因技术的开发

者承担证明其活动不会给人类和环境带来伤害的

举证责任。 

以预防原则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为导向的民

主决策无疑会增加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

广的成本。但是，在一个已经充满各种风险(核风

险、化学风险、生物风险、环境风险)的风险社会，

为了确保当代人的健康，确保让后代人能够生活

在一个相对安全而稳定的环境中，以决策成本的

提高来换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也许是我们不

得不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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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Transgenic Technology 

Yang Tongji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ransgenic technology will bring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which require people’s 

assessment. The assessment includes two factors: ethics and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ethics theory and 

consequences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ethical principles and values involved in transgenic 

technology and argues that the policy-making concerning transgenic technology must base 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 guided by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The relatively high costs of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compared with that of experts policy-making, is the “price” modern people in the risky society have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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